
                          

论钱穆先生的史学对象论 

—钱穆先生史学方法论探索之一 

 

罗  义  俊 
 

    举目中国当代史林，自学成名又成绩斐然，从事教学和学术活动历时长久且

至今犹寿的耆宿，恐怕地数钱(穆)宾四先生了。他自民元初执教穷乡，继烛私诵，

冥索苦学，至去年六月九日在台北士林外双溪自宅“素书楼”讲最后一堂课《中

国思想史》，一袭长衫在中国学术界飘拂了七十五年，出版著作已逾八十种。 

而今他高龄九十三，虽元气淋漓，犹著述不休，近日又有五十八万字的《晚

学盲淡》完成付印。特别是用他的学问釆指点中国历史自有一条人人该由此前进

的和平统一大路。去年他在台北《联合月刊》三月号上，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

精神阐论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大理想，大前途和大希望，是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人

民日报》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转摘了这篇言论。 

钱宾四先生是史学大师，他长期讲授和精治中国史。他的史学造诣之高，为

国内外学界所共认。早年在北大曾首次以一人之力，独任讲授中国通史。他讲授

中国通史也是早期新亚书院的最大号召力量。他的一些历史著作的生命力都很

强。在抗战中刊行的《国史大纲》到一九八六年已出至第十三版，史家称它至今

“还是最有见解的一部书”  。他在港台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中国

历史精神》，被香港大学定为投考中文系(港大无历史系)的必读书。港 

台学界称他为中国当代最大的史学家。 

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先生在一次讲演中，曾引用过一个世纪前大史学家蒙森

听说过的如下一句话：史学家是别人训练不出来的，他只有自己训练自己。笔者

认为这是事实，这个事实也说明：任何一个真称得上史学家的，都有他自己的思

想体系和实践特征，也几乎都在提供一种研究方法。钱宾四先生很重视史学方法，

他曾说：“我们研究历史，⋯⋯应该先懂得运用某一套的眼光来观察，然后才能

得到某一种了解”。他又说过：“我们研究历史，要懂得一个看法”。 这“眼

光”，这“看法”，实是认识历史的方法，亦即研究历史的方法。钱宾四先生的



史学方法，不仅表现在他的史学实践中，而且也有专门的与散见各书的理论。他

在《中国学术通义》的目录附注中说过，他“讨论国学大义及研修方法，与本书

可相参发者，有《国学概论》、《学龠》。《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学讲

演集》、《史学导言》、《朱子学提纲》等诸种”。《中国学术通义》收编了《经

学与史学入《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还有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历史与文化论

丛》也收编了《中国史学之特点》，《如何研究中国史》等若干篇专论。 

本文是笔者探索钱宾四先生史学方法论体系中的第一篇。 

 

一 

 

同任何一门学问一样，历史学也有个对象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有些历史

家和史学理论著作称它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所划

定的史之范围及重要项目，实是论的史学对象。研究史学对象问题，在思维的逻

辑顺序厶首先是确定有没有研究对象。 

历史研究有没有对象?对这个问题，钱宾四先生虽然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

《史学导言》等史学理论专著中没有直接道及，但在他的哲学散文集《湖上闲思

录》中，实际上作了阐明。他认为，有对象才有学问，“智识必附随于对象而起”。

又说：“生命之实在，在于其向前闯进之对象中。向艺术闯进，艺术便是生命之

真实。向科学闯进，科学便是生命之真实。若只有闯进，便是扑空，没有对象，

便没有生命之真实性，理想闯进本身，便该是有对象的。”这是他的一般对象论。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例外．亦作如是现。 

史学即是向历史闯进，因此，自有“闯进之对象”。 

钱宾四先生还认为“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按

照他的一般对象论的逻辑，显然可见，他以为历史研究若没有对象，便是扑空，

便没有实质与内容，便没有生命，便没有史学的真实性。  

事实上，每个历史家，以致每篇历史论文的作者，不管他自觉与否，不管他

有论无论，一开始所遇到的就是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研究法首先

要磋到的问题。研究对象的确定，不仅直接影响到研究的内涵和方向，影响到研

究的广度，深度与准确度，钱宾四先生认为，还与研究方法有机地关联着。他说：



“对象变则求知的心习与方法亦当随而变。” 

研究对象问题本身就属于方法论范畴。史学对象论是一般史学方法论，也是

钱宾四先生史学方法论开宗明义的第一个问题。 

 

二 

 

其次是要确定这个对象是不是客观的、真实的，或者说承认不承认历史肖一

个客观对象。钱宾四先生认为，史学有它的客观的、真实的对象。早在那篇曾引

起学术界很大反响的《国史大纲·引论》中，他就说过，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

活动，是为历史。这些已往全部之活动，是“客观”的，是“史实”。历史研究

即是以这些客观的史实为对象。在《史学导言》中，他明确说，学史学，“须能

把我们自己国家民族已往在长时期中之一切兴衰得失作为我求知识的对象。” 

对此，宾四先生还曾用他自己的史学术语历史本身、历史材料，历史记载与

历史知识的关系来表述。他认为，历史该分为三部分来讲，一是历史本身，一是

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一是历史的知识。历史是人生整个已往的全部活动和经验，

是人生过程，说这是“广义的历史”，也就是历史本身。这个经验，这个已往的

人生，这个历史本身，经用文字记载，或因种种关系，保存遗传下来的东西，便

叫做历史的材料与历史的记载，此乃是。狭义的历史”在钱宾四先生的史学中，

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不只是至少首先不是停留在材料意义上，而更主要是对象意

义或范畴。他很不赞成把具有整体的对象意义的历史记载看作是零碎材料的拚

凑，可以东一条西一条地“找”来做题目的“材料”，他说：“每一部书应作全

体看，不专是零碎材料的拚凑。”他既然把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作为“狭义的历

史”，是记载下来的历史，自然也就与“广义的历史”具同样意义，具有客观性，

理应视为史学“闯进”的“对象”，这是很正常的，合乎逻辑的。 

历史知识是通过历史研究而获得与形成的并得到共认的历史认识。钱宾四先

生说，历史研究即是要凭藉和根据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来回头了解、认识已往

历史的本身，这样之所得，叫做历史的知识或作智识。他又说过，“欲求历史智

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就这样，通过对历史材料、历史记载与历史知

识的关系的阐说，表述了如下的关于对象论的史学思想：已往客观存在的历史本



身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这个表述与他在《湖上闲思录》如下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要求对于某项

事类有其智识，则必向该项事类之本身来找寻，此乃一切科学最普通基本的则

律。”他还进一步指出：。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

谓识者非识。” 这就是认为，客观的真实的对象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蔑

弃了客观的对象，历史研究就是悬空造楼，也就根本不存在了。他后来在《张晓

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强调，无保存历史真相的史料，无客观的对象，则著史者

就无所稽凭。 

历史研究对象及其客观性问题，是史学方法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始终认

有客观的对象，这是钱宾四先生史学对象性首先显示出来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也

是他的史学实践的一个特征。 

 

三 

 

史学对象论的主要内容是对历史研究对象的具体确定。历史学是门内容极广

泛的学问。研究对象的确定应当是既能概括这广泛的历史内容或历史现象，又应

该是具体的、实在的。对象愈具体、实在，就愈明确，也就愈具有方法论意义，

愈具有能指导实践和训练的应用价值。 

因此，仅仅说，历史即是史学“闯进。的对象，是不够的。但是，这个具体

也有个“度”。这个“度”就是具体得不能把广泛的历史内容或历史现象概括进

去，而只是概括一部分，或一小部分，甚至是一个汲具体的问题，那已成为论文

选题了。选题当然也属于方法论范畴，但乃是较低的一个层次。所选的题及其内

容自也是研究对象，不过只好说是一个特殊的具体对象。本文所要论及的是一般

的、总体的对象。这个一般的、总体的对象，是既概括广泛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现

象，又具体、实在，也就是说既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又有具体性、实在性。

当然，这里所概括的“广泛”，应指全部，但也不能排斥实际上也可能是大部。 

历史研究的一般的、总体的对象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古今中外的

历史家因人而异，各有所说，各有认定。有“人事”说，“社会”说，“制度”

说，“结构”说，“规律”说，“文化”或“文明”说，等等。这里无须赘述。 



钱宾四先生自有——说，与众不同。他所认定的史学对象，是“三项一体”。

“三项”是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多次说这是他治史的三大项目，

因为一切历史都逃不过这三项；一体是道即文化。这“三项一体”，既高度概括，

又具体实在．把握得住，完全够得上本文所提出的一般的、总体的对象。全部的

历史内容和历史现象，本来就是这“三项一体”。就所确定的研究对象言，钱宾

四先生的史学对象论，可以说就是这。三项一体’论。 

 

四 

 

关于历史时间，主要在《史学导言》中阐述。 

钱宾四先生所谓的历史时间，首先不是自然时间、普通时间的概念。他认为

有两种时间，一种是数学上的时间，或者说是自然科学上的时间，也就是自然时

间、普通时间。历史时间是依附在历史人事上的时间，所以也可以说是历史人文

时间。这就是说，历史时间是有历史人文内容的，人生与历史就放在历史时间里。 

其次，历史时间与自然时间、普通时间不同的是，它不是短暂的、瞬间的、

稍纵即逝的，不是过去的就过去了，未来的还未来。相反，“历史时间有它的一

种绵延性。，或者说“持久性”，是“长时间”。 

这个“长时间”，其“长”及过去、现在、未来，是绵延贯串这三时的长时

间。他说：“历史上的时间，与我们普通所说的时间有不同。历史上所谓真过去

者，我们可以说它并未；真过去。历史上所谓未来者，我们也可以说它早已来到

了”。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互连，是绵延在一起的。“过去者未过去，未来者

早已来。”未来的可以早浸入到过去，过去的也可早拧制着未来。”因此，按照

笔者的理解，所谓历史时间也可以说是整体时间。这个长时间的“长”，是表现

在时间中的历史整体性，倒过来说也可以，历史是在氏时间中呈现它的整体性。

因为历史“决不是死历史，一切已经过去”，“历史是一个大现在，上包过去，

下包未来”，“全部历史是一个大现在”、“变动不居的大地盘”，“全部历史

都活在这里”。 

他还认为，历史时间是一个时间单位。他说：“时间各有单位不同，一切过

去，都该能保留在未来中”。又说：“一切人事，各有一时间单位。各个人生，



亦有一时间单位。”但时间单位，决不能误解为短暂的、瞬间的。它仍。有一个

很宽的面”，“此项时间，不应把一秒一分一小时那么分割”。这就如生命一样，

在孩提青年壮年晚年各阶段，却“不能各自切断”。耐间各有单位，可以说明历

史有阶段性；但时间单位仍不能各自切断，更说明历史的整体性，说明历史的阶

段性就在整体性之中。 

第三，历史时间还涵有变动化存的概念，就是“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宾

四先生阐释历史时间，用了很大篇幅讲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他说孟子这

八个字就是中国古人的。一套长时间观念”。所谓“所过者化”，就是说“不是

过去了，乃是变化了”；变化到后来，变化到今天，“那一个具体事实摆在前面”，

这是历史积存，也就是“所存者神”。这一切都是在历史酌长时间中展演出的，

也可以说是历史时间的功能。全部历史只不过是“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在历

史的长时间中，“一面是积存，一面是变化。一切过去都积存着。”永远积存，

永远变化”。他指出，一切都要活看，不要死看。而“变化之大，则只有把长时

间来衡量”。  因此，笔者揣知宾四先生之意，是不把历史时间理解为静的、死

的客观存在，而是活的，动的、变化的客观存在。历史时间也可以说是活时间、

动时间、化的时间。 

第四，历史时间，还内涵着一个生命的概念。宾四先生说：“人文科学上的

时间，是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过去穿过现在而径向将来，一以贯之的。”这就

是说，这个“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就是有一个生命在里面，活的、动的、变

化的客规存在，就是一个生命存在，经过的一切都变化了，所保留存在的却是神

而莫测。历史上的一切经过都化了，有的没有了，但化成今天。今天的一切还要

化，这个化须孕育了将来。这过去现在一切都化了，却又一切存在，所以说是神，

所以说有生命存在。他说：“要能透达到现在的过去，才始是有生命的过去。要

能透达到将来的现在，这才算是有生命的现在。这才可说它有历史的精神，有了

这精神的，才能形成为历史。”又说：“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量，就叫做人生。

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 

很清楚，把历史时间作为研究对象，作为治史一项目，是研究这一单位一单

位的时间，研究这个长时间，这个活的、动的。变化的时间。也就是说，要昔眼

于历史的变动化存，“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在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



化中把握其持续，研究历史的阶段牲、变动性、绵延性和持久性，特别是研究厉

史的整体性，研究历史生命和历史精神。 

但是应该指出，宾四先生认为，历史时间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附属在历史人

事上。他说：“真实的时间，并不能脱离一切事物而独立”。“历史的时间亦附

属在一件历史的事情上”。—因此他在《史学导言》中是把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

合在“第三湃”一起讲述的。历史时间与历史事件原不可分割，分为两个项目讲

不过是一种方便法门而已。 

 

五 

 

关于历史事件，在钱宾四先生的史学对象论中，是讨论得很明确、很充分的。

在讨论中，经常称之为人事。 

历史事件，被钱宾四先生认定为基本史学对象。他说：我们学历史，便要学

到懂得历史里面只是一件事。历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逻辑上可以说是与历史学定

义的规定性连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史学理论专著及散论中，钱

宾四先生不断提出，历史只是记载人事，人事记载就称为历史。他说：“史书主

要缘起本为记事，尚非有事，何来有史。”又明确说：“史学只是一种人事之学”。

这就是说，人事就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如果说历史学是关于历史这项事类的学

问或科学，那未，按照宾四先生这个史学定义，历史这项事类也可以说是历史人

事事类，或者说“人事”就是历史这项事类的具体内容，甚至可说是全部内容和

现象。既然钱宾四先生认为欲求某项事类的知识必向该项事类的本身去找寻，那

未他把人事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自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本文认为把“人事”确定

为史学对象，浅显明白，既概括了广泛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现象，又很具体，易于

在实践中把握。事实上，不管哪家哪说，人们在史学实践中，断面对的不就是这

历史上的人事内容和现象，从而进行探究的吗。 

钱宾四先生听谓的“人事。有三层意思。 

第一，是入文性的，不是自然性的。他说：。所谓人事，乃指一切人为之事，

取与自然为别。” 

第二，是大群性或集团性的，不是个人或个别性，或者说不是纯个人性的。



他说：“一切事不能由一人做”，所以这事是“许多人的共业”，是“人生的事

业”，是“世事”，也是指人生的行为。 

这“人事”包括政治经济的行为和事业，也包括学术的行为和事业。具体说

来，“每一代之典章制度，礼乐文物，学术艺文，风尚习俗，凡属人生利病，政

事因革，”莫不是历史的人事现象，都在研究的范围。用中国历史语言来概括，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中国历史的人事，都“算是我们的行为”。用他在《国

史大纲·引论》中的说法，这“人事”就是民族国家已往的全部活动”。他还说，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全部活动，“只是一件大事”。宾四先生所谓的“人事”，

是对广泛的一件一仲的历史事件、行为和事业以及言论的概括，是对人生已往的

全部活动的概括。  

这里，还要提一提的是，他认为言也是事。他说：“中国人事中兼有话，讲

话也看在事之中。其实讲话当然也是一件事。”言中有思想，有学术，因此研究

历史一定要知言。若“没有知言工夫，只把中国历史当作记事一边去看，便失掉

了中国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是时空性的。这个“时。，就是上述的历史时间。也就是说，是动态

的，不是静态的。 

在钱宾四先生的史学对象论和史学实践中，研究的对象不是漫无边际，一切

皆是，任意确定，毫无选择的。换句话说，被选择和确定为史学对象的，实际上

是有规定的。上述的人文性、大群性、时空性就是规定。特别是须有长时间来衡

量。这就是说，历史事件应是具有长时间性、绵延性、持久性和变动性的事件，

是“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一方面是积存，一方面是变化。的事件。他说：“那

些事件，不仅由过去持久到现在，而且又将持续到将来。”“历史事件是一种远

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消极地说，应能“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

之问题”的事件。 

他又认为，历史事件可分也可合。事件有大有小，一件大事可分为许多小事，

许多小事会合成一件大事。一郎历史只是一件大事。把历史分成一件一件事的，

是人为的工作。就中国史来说，全部中国史，也只是一件大事，这就是国家与民

族的创成与扩展。这一件大事，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世事”。它变动不居，时兴

时衰，也就是“世运”。他说：“世事常在运转中，兴了会衰，衰了又会兴。” 



“世运兴衰”与“人物贤奸”，是钱宾四先生史学的两大项目。他说：“我

认为治史只有八个字最重要，一日世运兴衰，一曰人物贤奸。治史必须从此八字

着眼，从此八字入门，—亦在此八字归宿。” 

 

六 

 

研究历史就要研究人，这是钱宾四先生多次强调的意见。他在各专论和散论

中反复申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并非人事的堆积，事的背后有人。毕竟是人在

做事，并不是事在做人。“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没有人，不

会有历史。”因此，“不识人，则不能读史，不能来讨论历史上的兰切事。”特

别是研究中国史，最重要的便是研究中国人。  

首先要指出的，宾四先生所谓的人是中国观念的人。“中国人所谓人，包括

个人与大群。”同时中国所谓人，“既非个人主义，亦非集体主义。”这就是说，

个人在大群中，大群或称集团是个人的群体、集合体。个人与大群两者融合一体，

是不可分的。 

其次，不是说所有的个人都有史学对象价值的。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主

要指的是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指的是对历史起过创造或持续作用的。他说：

“在人事中有杰出的人，起领导作用，主持历史命运的，便是历史人物。”而且

这些称得上历史人物的在全人群中只是少数。他说：。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

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只是少数。” 

第三，但是历史人物本身却不是一个狭隘的范畴，不只是帝王将相，不只是

政治领袖。从人物的层面来说，他认为研究历史不能专讲历史的上层、政治层，

还应研究历史的下层， 民众层，而且主要应研究中间层，即中国历史称为士的

一层，此层相当现在的知识分子学术界；要研究浮面层，更要研究底层。从人物

的表现成败来说，他分为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有(功业)表现的

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队人物所处的世运环境与背景来看，有治盛世人物与衰乱

世人物；从人物的价值认定来分，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前者称贤，后者为奸。

他们全应研究。而且他认为；在中国史上，无表现之表现却正是大表现，历史在

此等人身上；底层比浮面，社会下层比政治上层更重要，他们是无表现的人物，



可能影响作用却更胜过了有表现的；衰乱世往往更生出更多更具有伟大价值的人

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一段传统，来开出一番新历史，尤为重点研究的对象。     

人和事是有分别的。从历史时间性来看，则历史人物比历史事件更具有绵延

性和持久性。宾四先生认为，历史事件具有消逝性、流变性，历史人物则具有穿

透性、不朽性。他说：“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相反，人却“可

穿过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

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人物则永远是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

可以永垂不朽。”从两者在历史中的地位言，人是主，事为副。 

宾四先生在海内外著文讲学，阐述以人物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道理所

在，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时就力主历史以人为中心。他认为人是历史的中心和

主脑，说：“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又说：

“我们研究历史，进一步，是研究历史的灵魂，这就是人物了。” 

因此，宾四先生反复强调，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历史

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历史人物，亦即无法来研究历史，特别是无法研究中

国史。在钱宾四先生的史学实践和史学对象论中，如果说历史事件是基本对象，

那么人、历史人物则是中心或首要对象。 

 

七 

 

关于道即文化对象，是钱宾四先生最用心力也是最突出的部分。而且文化问

题是他学术后期“三十年向学一总题”、“运思持论的大纲领”，有极详尽细的

发挥，是另须做大文章的。这里从史学对象论角度作简单的叙述，这就是。明道”

说。钱宾四先生说：“历史因以记事变，而记事必兼明道。”  这“明道”，就

是以“道”为“明”的对象。“记事必兼明道”就是记述历史事件必定同时研究

道。 

钱宾四先生所谓道，与中国传统的道的观念是一致的，首先就是文化。他说：

“中国人用这‘道’字，犹如现在人讲文化。”“中国人所谓‘道’，即是文化。”

所以以道为对象就是以文化为对象。他认为历史与文化二者，实际一而二，二而

一的。有了历史，才有文化。同时也有文化，就会有历史。“文化即历史，历史



即文化，”“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就是研究中国文化。” 

其次，这个道即文化是个整体概念，是大群人生，是人类生活的总体，“是

指的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他把组成人类生

活整体分为七大部门，即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艺术、文学。如此，

把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全部总括在这一整体内了。所以他说“文化即是人

类生活的大整体。汇集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文化就是“大生活”、

“大生命”。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就是以人类生活的大整体，以这个大生活、大

生命为对象。 

第三，“文化是大群共业”，更“是人类中大群集体人生中之一种精神共业’。

宾四先生认为现代人讲文化，多从外面“开物成务”方面讲，而中国人的文化观

念，则更着重在开物成务之上的道，也就是主要在人生的内在面，从文化的精神

层面讨论其意义与价值。这文化中有意义价值的，就是道。所以这文化又“是一

种内部的精神和生命。”而“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历史与文化是一个

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 

第四，这个道，还“是一个文化理想”。中国人讲道，重在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所以修、齐、治、平是中国人的文化理想。  文化理想也包涵在历

史研究的文化对象之内。 

第五，因此这个道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存在于社会，存在于天下，存在

历史传统里”。一切事中有道，或者说一切事在道中。他说：“政治在道之中，

法律、军事、外交，一切莫非道。”人身上有道。他说，中国人讲道，则表现在

人身上，在大群中，在民族中，。道不远人，道不离人”。“从文化中陶治出人

物，同时也由人物来指示、创造、改进这文化。文化的创造，发扬、精进，都要

靠人物。”因此，“历史、文化、民族，三者所指，乃属一体。”虽属一体，却

也有差别。他认为历史与文化的差别仅仅是：“历史是文化积累最具体的事实”，

而“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 

 

八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道即文化是一个自成



系统的史学对象。它们不是互不关联，而是互不可分，有机串联一起，融合一体

的。这里，文化是体，历史的人事内容和现象实际上都涵在这文化一体中了，历

史事件是文化体所表现的相，历史人物是中心是灵魂，历史时间则贯串其中又附

属在事上：它们组成系统的整体对象。因此钱宾四先生史学对象论的“三项一体”

说，也可以简括为“人，事、道。说，说它是“文化”说、“明道。说也不错。 

这个“人、事、道”的整体对象，不但具应有的简括性、明确性和具体性，

还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有一个客观而且明确、简括、具体、系统的整体对象，

这就是钱宾四先生的史学对象论，也是他的史学的一个实践特征。他的史学实践

和史学方法上的动态观和整体论，即是以这个史学对象论为基础的。事实上，他

的最主要的历史著作《国史大纲》就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整体对象，一在求其变，

一在求其久，鉴古知今，究物穷来，以精简的笔法驰写了中国历史中的“世运兴

衰”和“人物贤奸”，积极探索和阐扬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全相及永久生命力的。 

 

九 

 

钱宾四先生的史学对象论有它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也许人们可以这样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确认历史研究有客观的对象，是

理所当然的，值不得提出来做文章，诚然，这似乎本不该成为问题，殊不知事实

上在中外近代史学史上却是个问题。 

在西方史学史上，近一百年来，就有无对象和无客观对象论。如相对主义、

“当代”主义或现实主义就认为历史研究不一定存在客观的对象。他们说，历史

不过是只猫而已，它让人抓住尾巴扔到了它很不想去的地方。其中新黑格尔主义

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贝奈戴托·克罗齐就根本拒绝历史研究有客观对象。 

还有残余对象说，此为美国新史学派鲁滨逊。詹姆斯所批判的剑桥大学西莱

教授所主张。西莱称历史归根到底只是某些科学拿走之后留下的残余物，“而且

现存的这些残余物，将来一定会遭到与其他事实相同之命运，并且不久就要有一

种科学来把现在还掌握在历史学家手中无可争辩的财产全部拿走。”这无疑是说

历史学是没有自己的对象的。残余对象说其实是无对象说。 

而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影响极大的胡适学派则断然认为历史不过是任人打



扮的女孩子和任人摆弄的一堆大钱，不也是否认了历史研究有它的客观对象吗? 

近代中国的知识界有个明显的学术文化病，这就是崇洋迷外，或者说“洋凡

是”。具体说，—在为数颇可观的一些学人的观念或意识深处，总是以为凡西皆

好，凡洋皆新。只要是在西方出现的，特别是近代西方出现的，就是“新观念”：

是“新观念”，就是先进的、科学的，就是现代化，就不加分辨地“引进”、鼓

说，不惜张大其辞。胡适的“大钱”说，不就是这个学术文化病的病果吗?按照

这种病态的思想逻辑，钱宾四先生的史学对象论比起那些“猫”呀、“钱”呀云

云的“新观念”，自然相形见“旧”了。然而，这个“旧’观念，实在要比。猫”

呀“钱”呀的“新观念”来得正确和科学。有客观的真实的对象，不仅中国传统

史学有这个实践特征，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及西方新史学派也这样认定。其实任何

一种观点或学派，只要它有道理、正确、科学，又何必强以中西新旧四个字来论

定它的价值，又岂是中西新旧四个字所能论定得了! 

本文不讳言宾四先生史学对象论的传统性，无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还是

历史时间及文化，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对象。《汉书·艺术志》说：“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把言、事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章学

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也是说，历史事件是史学的基

本对象，离开事，何从言理。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

之纪”，是以人事道为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史记》的《纪》、《传》、《表》、

《书》，《汉书》的《纪》、《传》、《表》、《志》，还不是以历史事件，历

史人物、历史时间和文化为对象，中国的《二十五史》，《通志》、《文献迩考》，

综合起来看，还不是以文化为对象。 

宾四先生自己就直认他的这些看法都来自中国传统史学。他说：。我讲历史

时间，和历史事件，再讲历史人物，这三项，好豫都是我自己的新观念，其实都

是中国古人的旧观念。”他讲道，始终是从中国传统的道的概念上游。治学从不

自居新、标新，不怕、不忌戴上“旧”帽子，一定要寻根溯源，承续旧传统，阐

扬旧传统，这不仅是他作为一代恂恂儒者不自高大的谦逊态度，是他的史德，也

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 

而事实上，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又有什么新东西能离开传统的土

壤，凌空拔起呢?历史科学需要的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严肃的现实主义。历史上



的旧观念未必都没有它的持久的生命力，未必旧的就不正确，不科学。很多旧观

念，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积存，往往会被人们重新发现出来而作为‘新观念。淹

通，这冬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中外皆然。欧洲文艺复兴，不就是“惊奇的发现。

进而。复兴’了古希腊的许多。旧观念”吗?被时下最推崇的西方哲学界，就有

哲学家甚至宣称道：“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哲学宋们还没有发见过的观点。”鲁滨

逊·詹姆斯也指出过，在十九世纪被人们发现的真理相对性，尽管添加了新知识，

但它还是古代希腊的一个主要学派所已经看出的。如此看来，钱宾四先生的这种

治学态度和持续传统的观念，也可以说还是近代的治学态度和观念。 

平心而论，宾四先生的史学对象论，也并不只是承续传统，而是在承续传统

中有创造：他曾说过；新史学应“在传统中求创新”。这是他治史的主旨和标的。

事实上，他的史学就是从传统中走来，又在传统中创新，仍在中国历史的大传统、

大生命中的新史学。就中国近代史学史而言，他的史学对象论，很多发人之所未

发。具体说，如他的历史时间说，就是“新观念”，时下时兴起来的“时间学”、

“年代学”，不就是被公认为“新学科”吗!总体来说，他以文化为对象，在五

十年代曾被人斥之为“陈腐”；可是曾几何时，到了“文化热”的今天，人们忽

然发现：这竟是被时下认为最先进最现代化的新学科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历史学派

的一个基本学术特征，甚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文化历

史思想。时下很多学人都认知，西方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自德国施宾格勒《西方

文化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历史研究》之后，所建立的是一种新史学类——文

化历史学，或者叫历史的文化形态学。它从根本上革新了二十世纪历史学的面貌。

它所研究和考察的对象就是这个文化体。 

因此，钱宾四先生的史学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历史学或历史文化学，与西

方的文化历史学派同位。他以文化为对象，他的史学对象论，就是他的历史文化

学的表征。 

(笔者在研究钱宾四先生学术及撰写本文过程中，先后得到宾四先生哲嗣钱逊和钱行先生的长期支持

帮助，还曾获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帮助，在此一升谢过，以后不再鸣志。） 


